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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殷周制度论》与张勋复辟

——读《罗振玉、王国维往来书信》

（首发）

王恩田
山东省博物馆
陈梦家《<殷周制度论>的批判》中说：“此文之作，乃借他所理解的殷制来证明周公改制的优于殷制，在表面上似乎说周制是较殷制为进步的，事实上是由鼓吹周公的‘封建’制度而主张维持清代的专制制度。此文在实际上是王氏的政治信仰,它不但是本末颠倒的来看周代社会，而且具有反动的政治思想。”

读读王国维如下一段话，可知陈氏所言信而不诬。

“国以民为本,中外一也。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,故立君以治之,君不能独治也,故设官以佐之。而又虑君与官吏之病民也,故立法以防制之。以此治民是亦可矣。西人以是为不足,于是有立宪焉,有共和焉。然试问立宪共和之国,其政治果出于多数国民之公意乎,抑出于少数党人之意乎,民之不能自治,无中外一也。所异者以党魁代君主,且多一贿赂奔走之弊而已。”

在王国维看来，君主专制的“帝制”是至善至美的制度，就连保皇派所倡导的“立宪”都要反对，更何况辛亥革命以来民国的“共和”政体。

如果读读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（简称《罗王书信》）
，不难发现《殷周制度论》的出台，与张勋复辟的流产，还有密不可分的关联。

张勋，北洋军阀，1985年（光绪二十一年）投靠袁世凯，1911年升为江南提督。武汉起义后，在南京屠杀民众数千人，顽抗革命军。1916年，袁世凯死后，先后在徐州成立北洋七省同盟后任安徽督军，成立北洋十三省同盟，阴谋为清室复辟。为表示忠于清王朝，所部禁剪辫子，被称为“辫子军”。1917年5月，黎元洪总统府与段祺瑞国务院发生“府院之争”的矛盾，黎元洪召张勋入京“调停”。张入京后，逼黎元洪解散国会，又赶走黎元洪。7月1日，拥立溥仪复辟，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。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讨张。12日，张勋兵败。

《罗王书信》表明，在张勋复辟期间，虽身在上海书斋的王和远在东瀛的罗，都在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就在7月1日张勋复辟的当天下午4点，王国维写信给罗振玉说：

“黄楼坚韧，当具全体知识，或尚不至成短局耳。西望祖邦，且喜且惧。公等当闻此消息。北道遂通，弟可访古燕赵河洛之郊，今年尚得与公快晤，忻快何如。”

“黄楼”指宋苏轼任彭城（今徐州）守时，黄河决口，水围彭城，苏轼率民御灾，徐州免水害。水退后，在东城门上筑楼，以黄土垩之，名黄楼。后人以此作为歌颂苏轼功德的典故。由于张勋曾任江苏督军，调往徐州，转任长江巡阅使，移住徐州。王国维以张勋比苏轼，称之为“黄楼”，表现了对张勋复辟的崇敬。并断定复辟当不会失败。

“西”指长安故都，这里指北京。“西望祖邦”，即关注北京的事变，又高兴，有担心会不会失败。很想也去北京并希望与罗尽快在北京会面。其欢欣鼓舞的心情跃然纸上。7月5、6日间，王国维给罗的信说：

“此间局势，近日始明，尚难预睹。大约北方反对者为段祺瑞，惟李长泰马厂之师从之。此军在津浦道上，或发生战事亦未可知。……”

“昨日此书未发，今日情势大变，北军已多应段，战事即将起于京津间，张军中断，结果恐不可言。北行诸老
恐只有以一死谢国。曲江之哀，猿鹤沙虫之痛，伤哉。……不忍再书矣。”

“张军”，自然是指张勋的辫子兵。“曲江”是位于陕西西安东南的曲江池。“曲江之哀”的典故出自《史记·司马相如·哀二世赋》。二世，即灭亡于陈胜吴广起义的秦始皇之子二世皇帝胡亥。“曲江之哀”应该是指二次登基的宣统皇帝吧。“猿鹤沙虫”的典故出自《抱朴子》：“周穆王南征，一军尽化。君子为猿为鹤,小人为虫为沙。”这里指因张勋复辟即将流产而死难的辫子军将士。这封信清楚不过的反映了观堂先生兔死狐悲、如丧考妣的心情。

张勋复辟流产后的第二天，7月14日王给罗的信说：

“此次之变，段、冯、梁三人实为元恶，冯思为总统，段则欲乘此机恢复其己失之势力。梁为幕中划策之人。然其结果已可逆睹，首则必为国会与冯段之争，而国会与民党必败；继则为冯段之争，为军人与进步党之争，此种局面不能支持一年。可预决也。”

在复辟流产五六天后的7月17日、18日王给罗的信说：

“黄楼赴荷使署，报言系西人迎之，殆信。又言其志必死，甚详，此恰公道。三百年来乃得此人，庶足饰此历史。余人亦无从得消息。此等须为之表彰，否则天理人道均绝矣。……生民之祸，不知何底耳。”

张勋复辟整整两个月的9月1日，王给罗的信说：

“前日拟作《续三代地理小记》，既而动笔，思想又变，改论周制与殷制异同。……虽系空论，然皆依据最确之材料。”

9月8日致罗信：

“《殷周制度论》至今日脱稿。”

9月13日致罗信：

“《殷周制度论》于今日写定。……周世一切典礼皆由此制度出，而一切制度典礼皆所以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于道德，而合之以成一道德之团体。政治上之理想，殆未有尚于此者。……此文于考据之中，寓经世之意，可几亭林先生。”

王国维把西周以来的君主专制的“帝制”，称之为“道德之团体”，是政治上的最高理想。顾炎武（亭林）主张“经世致用”，即把经学研究与当前的时务结合起来。《殷周制度论》的“考据之中，寓经世之意”显然符合顾亭林的主张。因此，王国维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和顾亭林相媲美。

陈梦家先生没有读过《罗王书信》便能敏锐地指出《殷周制度论》“事实上是由鼓吹周公的‘封建制度’，而主张维持清代的专制制度。……具有反动的政治思想”，诚为卓识。《罗王书信》证明：张勋复辟两个月的7月1日，放弃了原定写作《续三代地理小记》的计划，而突然改写《殷周制度论》，显然是为了与当前时务相联系，以及“表彰”“三百年”才出一个的张勋及其将士的写作目的。因此，可以认为《殷周制度论》是为张勋复辟的流产和帝制覆亡的当代《招魂》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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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陈梦家《殷墟卜辞综述》680页，中华书局，1988年1月。


� 王国维《论政学疏草》（罗振玉《王忠悫公别传》引）。


� 王庆祥、肖文立校注，罗继祖审订，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《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》，东方出版社2007年7月。


� 罗继祖注：北行诸老指赴北京参与张勋复辟的康有为、刘廷琛、章梫、沈增植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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